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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镒先生一生多数时间都在当所长（1950～1958年，北京植物所副所长；1958～1984年，昆

明植物所所长；1984年以后，直至2013年逝世，他都是昆明植物所的名誉所长）。所以，不少人尊

称他“吴所长”。熟悉他的人，戏称他“吴老当”。我从1954年至今，一直称他“吴先生”，从未

改口。因为，吴先生不仅是我的领导，他还是我从事科研业务的引路人。吴先生引领了我的一生。

吴先生2013年以九十七岁高龄离世。“逝者为大，逝者为尊”，现在我应该尊称他“吴老”了。

几十年来，吴先生不仅是我的领导和启蒙老师，他更是我的、我们昆明植物所的、中国植物学

界的最大靠山。我们不能没有他。但是，他终于永远离我们而去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万分的悲

痛，深深的遗憾。

我人生的第一次转折点，是1954年，吴先生说服我搞植物分类学，引领并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

方向。

六十年前，1954年的夏天，我从四川大学生物系（植物学专业）毕业，由国家统一分配，我到

北京（中科院）报到，院干部局把我分配到北京植物所工作。

1954年9月初，我去北京植物所报到时，是吴先生接待我（那时，他是北京植物所的副所长，

分管人事）。他说，所里决定让我到植物分类研究室工作，具体是跟随秦仁昌先生搞蕨类植物分

类。但当时秦先生还在昆明，正在办理调往北京植物所的手续；所里就让我先跟分类室主任汪发瓒

先生学习。

当时我提出，希望能分配到细胞研究室，跟吴素萱先生学习细胞遗传学。吴素萱先生也向所里

提出了要我去跟她的要求。

但吴所长不同意。他对我说：

“分类室需要年轻人。你是川大生物

系植物分类学家方文培教授的学生，

你的大学毕业论文做的是川西地区豆

科植物分类；所以，我才让你到分类

室。”

我说：“我不喜欢枯燥、无用的

植物分类学。”

他问我：“你喜欢植物吗?”

我答：“非常喜欢，所以才选读

植物学专业。”

他说：“像人一样，假若你不

知道一个人的姓名、家族、性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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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你怎么能够说喜欢他？植物也一样。你首先得知其名，知道它的系统、亲缘，知道它的生态习

性、形态特征、地理分布，你才能说喜欢它、利用它。所以，你必须先学好植物分类学。”

我感到他说得很有道理，就去了分类室。这是吴先生为我人生作出的第一次选择。是他引领我

跨进了植物分类学殿堂；这也决定了我的一生。这一走，就走了六十多年。

我在北京植物所待了几个月，适逢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中国苔藓学之父”陈邦杰教

授举办苔藓研究班。因北京植物所高等植物分类中尚缺苔藓这门学科，陈先生也给北京植物所所长

钱崇澍教授发函，邀请北京植物所派一人前往南京师院参加苔藓研究班学习。钱所长和吴先生商量

后，决定派我去南京。我这一去，就是四年。这四年，我都是跟随陈先生学习和研究苔藓分类。

我第二次也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点，是1978年吴先生支持我白手起家，在云南坚持

搞苔藓分类。

那一年，“文革”已结束了一年多，吴先生早已被“解放”，并复任昆明植物所所长；作为

“科学的春天”的重要标志，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但是，十年“文革”给科研事业带来

的灾难性后果，日益显现。业务生疏，资料文献散失，人才流失，……真是千疮百孔，百废待兴。

那一年，我向吴先生提出：我虽是1965年底调来昆明，但几个月后就爆发“文革”，科研业务

被迫中断；十年之后重新开始，早年的苔藓标本、图书资料均留在北京，我在昆明无法开展苔藓植

物分类工作。

吴先生经过考虑，就给北京植物所的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文革”期间，中国唯一的

苔藓学家陈邦杰先生已经去世；黎兴江是陈先生的大弟子。我们既然派她跟陈先生学了苔藓分类，

就应该为她创造条件，让她继续搞苔藓分类。

吴先生建议：（1）目前全国搞苔藓的，仅有陈先生的几个弟子；他们各自的标本、图书、资

料均不多。最好将其人和物全部集中到北京，由北京植物所领导，接手陈邦杰先生开展的《中国苔

藓植物志》编写工作。（2）若北京植物所不同意上述方案，则可将北京、东北各所的人员、资料

调到昆明，昆明植物所愿组织领导此一工作，集中力量继续开展中国苔藓植物分类工作。

不料，此两条拯救中国苔藓分类的措施，均遭到北京植物所拒绝。他们自认为他们的人最多，

标本和资料也最多，不同意合并。

为此，我又向吴先生提出：我手边既无标本，又无资料，根本无法开展苔藓分类工作；我愿意

跟随吴先生搞种子植物，具体做云南豆科植物分类。

但吴先生坚决反对。他说：“我们种子植物分类、《云南植物志》的编写工作，确实缺人；

但我去向任何大学要几个植物专业的毕业生，来培养几个月，就可以协助我们工作。苔藓分类不一

样，既要观察它的生态习性、形态特征，更要研究微观的细胞结构；苔藓标本要切片，要用显微

镜、电子显微镜来进行细胞分类，绝不是一下子就能上手的。陈先生已经去世，你们几个弟子不能

再改行，否则过些年，就只有派人再到国外去学习苔藓分类了！你必须坚持，再困难也要坚持下

去。标本没有，自己动手采；年年采集，随时注意搜集，像滚雪球一样，日积月累，多年以后一定

能开展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告诉昆明植物所图书馆的施培基馆长：“苔藓、真菌，是我们所的新建学科，

没有图书、杂志。配给我们所的外汇指标虽然不多，也要尽量首先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有条件

向国外买图书、订杂志。”

在吴先生的特殊支持下，不到十年，我们就搜集到十万号以上的孢子植物标本，购进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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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专业有关的主要图书杂志。我们在苔藓、真菌方面的研究条件，似乎已与北京所、东北所不相

上下了；我们完全有条件自力更生做研究，写论文，编研《西藏苔藓植物志》《云南植物志（苔藓

卷）》和《中国苔藓植物志》了。

我第三次转折点，是吴先生1980年设法派我到芬兰进修，看中国苔藓模式标本。

芬兰是全世界的苔藓研究中心。芬兰赫尔辛基大学柯普南教授（Prof. T. Koponen）是世界级的

苔藓学权威，国际苔藓学会主席。芬兰搜集了全世界最多的苔藓模式标本。我们要想编研中国苔藓

志、云南苔藓志，都不得不去芬兰，都必须去芬兰，查证中国的苔藓模式标本。

当时我国科技人员出国，有两条渠道：外事口（出国逗留时间短，但易于批准），教育口（出

国逗留时间相对较长，但不容易批，要耐心等待）。我们课题组申请派我前往芬兰赫尔辛基大学看

中国苔藓模式标本，把这个出国项目报到所里，经分院汇总，上报到院教育局。但是，一年多的时

间过去了，也不见批下来。经过询问，才知道中科院教育局根本就没有派往芬兰的指标；要去芬

兰，就必须找国家教育部。

吴先生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利用他到北京参加中科院学部主席团会议的机会，找到教育部的一

位主要领导。问题得到顺利解决，我利用教育部派遣到芬兰的出国指标，获准去芬兰。教育部安排

我1981年春季出国。

此次我在芬兰，整整呆了一年；工作日全都是在赫尔辛基大学标本馆看中国苔藓模式标本。

芬兰全国除了森林，就是湖泊，基本没有农田，吃的东西全靠进口；因此，生活费用特高。

教育部给我的生活费，是每月700芬兰马克。柯普南教授见我生活十分窘迫，就向芬兰科学院帮我

申请了副教授级资助，我的生活费一下子就升到每月2600芬兰马克。我通过中国驻芬兰大使馆教育

处，退掉了教育部给我的生活费。当时在芬兰，中国的访问学者和留学生只有七人（我搞苔藓，其

余六人搞低温物理）；我甚至有条件周末请那六个年轻人来我住处“打牙祭”了。

吴先生把我送到芬兰进修，使我有机会见识苔藓学研究的国际最高水平，有了奋斗和追赶的目

标，真是获益匪浅。我以后能在苔藓学界占有一席之地，能主持编出《西藏苔藓志》，能使苔藓植

物在《中国孢子植物志》和《云南植物志》中占据一定的篇幅，能在昆明植物所参与创建隐花植物

标本馆，能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隐花植物科属词典》，所有这一切，大部分源于我在芬兰

进修一年所获得的专业基础和知识积累。

吴老是我真正的人生导师。如今，他虽已驾鹤西去，但他留给我们的精神和学术财富，伟业永

存，恩重如山。我真心地感谢吴老，怀念吴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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